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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可能会在一定地理范围内引发竞争效应，促使本土企业与地理邻近外资企业进行创新知识搜索与互动，并开展有效创新活动，但有关研究未考虑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的联系在外国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与本土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为此，基于组织关系理论和金融供给理论，利用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深入分析FDI技术溢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从创新合作和邻近竞争两个角度探讨FDI技术溢出对企业创新的潜在作用机制，并考察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异质性影响。结果发现：FDI技术溢出与本土企业创新之间呈正“U”型关系，样本均值位于曲线右侧，表明FDI技术溢出促进绝大多数本土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提升；企业创新合作仅提升企业创新数量，但对创新质量无明显作用；企业邻近竞争可以有效发挥FDI技术溢出对创新质量的提升效益；FDI技术溢出仅对国有企业创新数量有正向影响，而FDI技术溢出对非国有企业显著影响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且邻近竞争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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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Mechanism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Technology Spillovers on Indigenous Enterprise Innovation: A Dual Perspective Based on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and Proximity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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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try of foreign enterprises into a host country can create competitive pressures within a specific geographical range, encouraging indigenous enterprises to engage in innovative knowledge searches, interact with  geographically proximate foreign enterprises, and undertake effective innovation activities.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often overlooks the role of connections between indigenous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in the contex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technology spillovers and indigenous enterprise innovation. To address this gap, this paper leverages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 theory and financial supply theory, analyzing data from Chines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0 to 2020. It delves into the impact of FDI technology spillovers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examining potential mechanisms from two perspectives: innovation cooperation and proximity competition. Additionally, it investigates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enterprise ownership structures. The findings reveal a positive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FDI technology spillovers and indigenous enterprise innovation, with the sample mean situated on the upward-sloping side of the curve. This indicates that FDI technology spillovers generally enhance both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innovation among indigenous enterprises. Enterprise innovation cooperation only increases the quantity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but does not significantly impact its quality. Proximity competition effectively amplifies the benefits of FDI spillovers, particularly in improving innovation quality. FDI technology spillovers only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quantity of innovation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ontrast, FDI technology spillover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both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innovation i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ere proximity competition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driving these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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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技术外溢还是技术溢出，还是外资溢出？全文应统一表述，请逐一修改】
【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可能来源于外企、外国政府或者外国组织，并不仅仅是外企，本研究的X是FDI技术溢出，是中国在接收外国投资过程中获得的技术外溢，所以重点是技术外溢引发了本土企业的创新合作以及与外企的竞争。第二，FDI技术外溢在经济理论上和现实中都已经被证明是一个自然产生且客观存在的过程，FDI的存在就使得本土企业有机会学习和模仿外国的先进技术、产品和工艺。拿外企来举例，假设现在中国某一企业获得的FDI技术外溢来自于一个外商企业，那么在这种关系里，该外企是技术前沿端的，本土企业是模仿学习的，技术前沿端的外企是不会想和本土企业合作，因为两者的技术有较大差距。从本土企业来说，本来具有技术劣势的情况下开展模仿创新本身也很困难，因此当本土企业接收到这种技术溢出后，会选择和本土企业进行创新合作，以期最大程度的将FDI溢出的技术转化为自己的技术，进而提升本土企业的创新。】
以上内容请在文中适当的位置交代清楚。

0 引言
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增长动力已由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对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和竞争力意义重大[1]。大量文献聚焦于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政府政策（如罗峰[2]等的研究）、数字金融（如唐松等[3]研究）、研发投入（如宋清等[4]研究）等都会对企业创新产生重大影响。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技术溢出成为研究焦点，但是针对FDI的作用尚未得出一致结论。Wang等[5]学者认为FDI技术外溢可以促进企业创新，而García 等[6]、Liu等[7]学者分别指出FDI技术外溢对企业创新具有负作用和非线性影响。然而，有关研究多以创新数量的视角切入，忽略了对创新质量的考察。实际上，虽然中国自2019年以来国际专利申请量蝉联全球第一，至2021年年末达69 540件[8]，但是中国创新存在高质量专利占比低的问题，专利申请规模可能反映了一定的创新假象[9]。因此，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而言，保证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同步提升才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10]。对此，也有学者开始着眼于创新质量的研究，但是有关研究在企业创新质量的测算上普遍采用专利引用次数表征，而专利被引次数仅能体现专利应用的广泛程度。作为创新知识的重要载体，以专利作为切入点表征的创新质量应该既包含专利应用的广泛性，又包含专利知识的复杂性。因此，本文借鉴张杰等[9]的研究思路，通过测算企业专利知识宽度来表征企业创新质量，并将创新质量和数量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对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综合能力进行测度。
组织关系理论认为，任何组织的活动开展与绩效表现都和周围组织的联系息息相关[11]。尤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专业化生产程度的提高使多数企业都根植于区域性的关系网络里。针对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企业内外环境的持续变化，探究企业间关系联络对适应高动态的环境并实现企业创新意义重大[12]。关于企业关系与创新的研究多集中于创新合作，主要从产学研合作（如董博为等[13]的研究）和跨域合作（如殷存毅等[14]的研究）的视角切入，认为创新合作可以促进外部创新资源的使用，提高对知识的整合与学习能力，有效推进企业技术创新。关于创新合作的研究指标多以专利合作为主，认为企业专利联合申请多是与国内组织共同申报，然而在中国对外开放步伐扩大与外商进入规模增加的背景下，有关研究忽略了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以下简称“外企”）的联系，也忽略了由于地理邻近而导致的知识外溢。实际上，外企进入可能会在一定地理范围内引发竞争效应，在与本土企业开展市场竞争的过程中，会促使本土企业与地理邻近外企进行创新知识搜索与互动，并开展有效创新活动以保全市场份额。因此，借鉴巫岑等[15]关于企业地理邻近范围内银行数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以本土企业地理邻近的外企数表征企业邻近竞争关系，进而探究创新合作和邻近竞争在FDI技术外溢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企业关系研究方面，因本土企业周围的外企数量不好获取，仅有文献探究合作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但是关于本土企业和外企竞争的研究则较为匮乏。基于此，通过实证分析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探讨FDI技术溢出对本土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并深入考察其作用机制与影响的异质性。
1 机制分析
1. 1 FDI技术溢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FDI可以通过向东道国企业传播技术和管理实践，发挥技术溢出效应并作用于企业创新[16]。为此，从能力阐释和成本收益函数两个方面深度解析FDI技术溢出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一方面，这种作用关系会随东道国的社会能力和吸收能力产生变化。就社会能力而言，发展初期东道国较小的市场容量和落后的基础设施会降低外企进入意愿，同时地方政府逐底竞争吸引到的多是资源依赖型和环境污染型外资企业，导致初期FDI具有规模小、质量低的特征。就吸收能力而言，初期中国企业创新水平较低、吸收能力不足，不仅难以吸收应用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当技术垄断优势的外企进入时，还会使东道国企业进入技术依赖困境[17]，因此，初期FDI难以发挥技术外溢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和综合国力持续增强，造就了较优越的市场环境、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同时引资思路的改变也限制了低质量外资企业的进入。吸收能力提升可以使东道国企业有效地开展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活动，进而促进了东道国企业的创新水平提高[18]。因此，后期FDI会发挥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另一方面，FDI技术外溢的成本函数为凸函数，本土企业获取FDI技术外溢后加大投资开展模仿创新活动，前期投资成本不断上升，技术外溢和技术知识学习具有累加性特征，随着FDI技术外溢效益不断增强，前期的创新活动基础致使成本增加具有收敛性特征[19]。FDI技术外溢的收益函数为凹函数，FDI技术溢出水平较低时，本土企业可吸收模仿的技术较为有限，随着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增强，本土企业可获取和内化的知识资源不断增加，本土企业通过获取外资技术开展创新活动显著提升其创新收益（见图1）。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FDI技术外溢对本土企业创新具有正“U”型的非线性影响，即随着FDI技术外溢的增强，本土企业创新呈现初期下降后期上升的变化趋势。
[image: 1731679257520]
（a）对企业边际成本的作用    （b）对企业边际收益的作用    （c）对企业创新的作用
图1 FDI技术溢出对企业创新作用机制
1.2 FDI技术溢出、企业关系与企业创新
组织关系理论指出，任何组织的活动都需围绕与周围环境的联系展开，其生存与绩效依赖于和其他组织的关系[11]。企业间关系可以形成网络结构，发挥技术协同效应，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20]。本文将企业关系分为创新合作与邻近竞争展开分析。
创新合作一方面发挥深层合作效应，FDI技术外溢可以引发国内企业合作打通利用外部知识信息的渠道，分摊风险和成本的同时获取自身所需的稀缺资源，持久稳定的深度合作关系有助于国内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进而涌现大量突破性创新合作成果，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另一方面，创新合作发挥浅层合作效应，有些企业从短期利益出发，只为与国内不同组织合作尽快将FDI溢出的技术转换为自身所需的知识资源以提升产量获取短期收益[21]，合作关系存在频繁变动，不利于企业长期的创新质量提升。
邻近竞争一方面发挥有效竞争效应，外企进入加剧一定范围内的市场竞争，本土企业发挥逃离竞争效应，会从长远出发，将创新质量提升作为创新着眼点，加大与外企的沟通联系并获取技术溢出，进而有效提升本土企业创新质量[22]；另一方面邻近竞争发挥无效竞争效应，一定地理距离内的外企越多，外商市场占有率越高，外企利用对关键核心技术和经营渠道的垄断，协调和控制整个区域网络。在此情况下，本土企业可能并不会通过与外企交流合作实现先进技术的获取。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创新合作与邻近竞争是FDI技术外溢与企业创新的重要作用渠道，有可能通过正负两方面影响企业创新。
1.3 异质性分析
FDI能否真正产生技术外溢效应除了受到溢出渠道影响外，还与企业所有制结构差异性息息相关。亓朋等[23]指出，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会影响企业利用溢出技术的积极性，进而影响企业创新。中国企业按所有制结构可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地方政府的“父爱主义”倾向下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和隐性担保[24]，且企业内部缺乏有效的创新激励和监督机制，可能造成研发成功率和成果转化率偏低的问题；此外，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层成员是由行政任命，作为党领导的政治组织，与外企联系较少，而政策性负担、高层管理水平和创新激励不足等问题会向外界传递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不利信号[25]，减少其他组织与国有企业的合作意愿。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为了逃离竞争更愿意开展有效的创新活动，且非国有企业在实施创新决策方面具有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会主动增强与地理邻近范围内外企的联系以获取外部技术溢出。但是，获取外部资源能力不足以及融资难的困扰也会影响其他组织与其开展深度合作的意愿。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FDI技术溢出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及影响机制会因企业所有权不同而产生差异。

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2.1模型设定
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Quantityitj = β0 + β1FDIspillitj + β2FDIspill2itj + βXitj + μi + λt + γj + εitj                       （1）  
Qualityitj = θ0 + θ1FDIspillitj + θ2FDIspill2itj + θXitj + μi + λt + γj + εitj                       （2）  
式（1）（2）中：Quantity表示企业创新数量；Quality表示企业创新质量；FDIspill表示外资技术溢出，由于FDI技术溢出对企业创新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故在回归方程中加入FDIspill2；X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μi表示企业固定效应；λ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γj表示行业固定效应；ε表示误差项。
2.2变量选取
2.2.1被解释变量
（1） 企业创新数量。借鉴李云鹤等[26]研究，采用企业专利申请数加1取对数表示创新数量，在经济学和创新相关研究中，专利申请数通常都是衡量企业数量【核实】的一个重要指标。然而，由于专利申请数的分布通常是高度偏斜的，许多企业可能没有专利申请，而少数企业可能有大量的专利申请，这导致数据分布不均匀。为了处理这种偏斜分布并使其更符合正态分布，研究者们常常对专利申请数加1后取对数。
（2）企业创新质量。参考张杰等[9]做法，采用被引专利的知识宽度表示企业创新质量，知识宽度指某项专利内所包含知识的复杂程度，专利知识宽度越大，表明该专利涉及的技术领域越广泛，其创新的复杂性和深度越高，因此可以作为衡量企业创新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其表达形式如下： 
Patent_knowledgetype=1-∑α2                              （3）
式（3）中：α表示被引专利分类号中各大组分类数量所占全部专利的比重。
本文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企业专利文件中IPC分类号的数量信息计算每个被引专利数的知识宽度，在计算了基于专利层面的知识宽度信息指标之后，再根据企业、年份、专利类型这3个维度，将授权专利层面的知识宽度信息通过中位数法加总到企业层面。
2.2.2解释变量
（1）外资溢出水平（）。采用区域层面外资溢出水平来表示企业受到的外资溢出程度，参考van Pottelsberghe de la Potterie等[27]的研究，具体表达形式如下：
                                  （4）    
       
式（4）中：是中国在t年受到外资溢出水平；为中国t年接受v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是v国R&D资本存量。
首先选取研究期内外商直接投资的前10名国家（德国、荷兰、毛里求斯、美国、日本、法国、加拿大、新加坡、英国）作为外资来源国，整理出中国每年接受的FDI数额1）。其次，参考Feng等[10]做法，以2010年为基期，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外资来源国的R&D资本存量，其中折旧率取5%。再次，整理各国在每一研究年份的生产总值（GDP），并将其以2010年为基期换算为实际GDP。最后，从各省份统计年鉴获取各省份的FDI和GDP数据，以2010年为换算实际值，以各省份FDI占GDP比重为权重，将分配到各省份以计算省级FDI溢出水平。
   （2）创新合作（Co-inno）。良好持久的创新合作关系有利于把握市场动态并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借鉴刘斐然等[28]的做法，采用企业联合专利申请量表示创新合作。从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搜索全部上市公司的专利申请信息，再对专利的申请信息进行筛选，整理获得上市企业与国内其他组织联合申请的专利数量。Co-inno越大说明企业创新合作关系越深。
（3）邻近竞争（com20）。金融供给地理结构理论认为，企业周边的银行数越多，企业外部信贷资源的可得性和便利性越大[29]。企业受到外资溢出程度也可能受到地理邻近外企数的影响，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理上的邻近一方面使企业间有更多联系，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加剧企业竞争，发挥更强的外资溢出效应并进一步作用于企业创新。借鉴Cao等[30]研究，以企业20 km以内的外企数量来衡量邻近竞争程度。
2.2.3控制变量
区域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地区生产总值（Gdp）、城镇化率（Urban）、产业结构高级化（IS）和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Tech）；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固定资产占比（FA）、利润率（Profit）、融资约束（FC）、R&D占总资产比重（RD）和企业年龄（Age），其中融资约束参考Hadlock等[31]的做法，以融资约束指数（SA指数）进行计算。另外，在回归分析中将各国实际GDP和企业年龄取对数处理，消除其量纲问题。
2.3 数据来源与说明
2010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因此本文以2010年到2020年的中国3 898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在剔除了ST、PT以及退市企业后，最终选定42 878个“年份-企业”观测值。专利相关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企业创新合作和邻近竞争是笔者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信息与企业经纬度信息编码整理获得，企业层面数据均来自万得（Wind）数据库，区域层面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Quantity
	3.59
	1.69
	0
	10.86

	Quality
	0.14
	0.11
	0.03
	0.94

	FDIspill
	4.64
	1.05
	0.01
	5.96

	FDIspill2
	22.66
	8.02
	0
	35.50

	Co-inno
	6.21
	91.97
	0
	4 473.00

	FDIspill×com20
	54.98
	85.81
	0
	327.08

	FDIspill2×com20
	277.71
	443.51
	0
	1 842.41

	Gdp
	10.41
	0.71
	6.99
	11.57

	Urban
	64.51
	13.60
	29.89
	89.60

	IS
	6.85
	0.35
	5.31
	7.65

	Tech
	0.03
	0.02
	0
	0.07

	FA
	0.21
	0.17
	0
	0.97

	Profit
	0.05
	0.11
	−4.87
	7.46

	FC
	−3.67
	0.32
	−5.58
	−0.64

	RD
	0.03
	0.03
	0
	0.54

	Age
	2.64
	0.52
	0
	4.13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基准回归结果
如表2所示，FDI技术溢出对本土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非线性影响，验证了假设1，说明经济发展初期，中国市场容量小、地方政府逐底竞争、创新水平低等阻碍了高质量外资进入，同时本土企业难以吸收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因而对中国企业创新有不利影响。只有随着中国社会能力和吸收能力不断加强，FDI才能发挥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本土企业的创新水平提升。进一步通过计算“U”型曲线的拐点后发现，样本期内的FDI技术溢出均值已跨越拐点4.118，表明多数样本位于正“U”型曲线右侧，FDI技术溢出对企业创新具有正向影响，这也说明对中国绝大多数企业而言，FDI技术外溢是推动其创新量质并行的有效途径。
表2  FDI技术溢出对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Quantity
	Quality

	
	仅加入FDIspill及其平方项
	加入其他因素
	控制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行业固定效应
	仅加入FDIspill及其平方项
	加入其他因素
	控制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行业固定效应

	FDIspill
	−3.698***
	−0.285***
	−0.276***
	−0.482***
	−0.030**
	−0.031**
	−0.034**
	−0.032**

	
	  (−37.40)        
	(−2.92)
	(−3.99)
	(−5.05)
	(−2.33)
	(−1.99)
	(−2.32)
	(−2.13)

	FDIspill2
	0.449***
	0.026**
	0.049***
	0.069***
	0.004***
	0.004*
	0.005***
	0.005***

	
	(38.41)
	(2.32)
	(5.76)
	(6.06)
	(2.70)
	(1.92)
	(2.64)
	(2.64)

	Profit
	
	0.068       
	0.098**     
	0.066   
	
	0.036***
	0.017*
	0.017*

	
	
	(−1.33)
	(−2.29) 
	(−1.33)
	
	(3.37)
	(1.76)
	(1.76)

	Age
	
	1.092***
	0.569***
	0.507***
	
	−0.005
	0.013
	0.013

	
	
	(22.50)
	(12.63)
	(9.55)
	
	(−0.55)
	(1.35)
	(1.35)

	Urban
	
	0.006**
	0.001
	−0.009***
	
	0.002***
	0.001**
	0.001**

	
	
	(1.97)
	(0.42)
	(−3.07)
	
	(3.79)
	(2.22)
	(2.22)

	RD
	
	2.192***
	1.360***
	1.321***
	
	−0.066
	−0.089
	−0.089

	
	
	(4.83)
	(3.89)
	(2.97)
	
	(−0.82)
	(−1.19)
	(−1.19)

	Gdp
	
	0.795***
	0.130**
	0.147*
	
	−0.083***
	0.001
	0.001

	
	
	(17.43)
	(2.21)
	(1.96)
	
	(−10.60)
	(0.12)
	(0.12)

	Tech
	
	−2.665***
	4.326***
	2.388***
	
	1.477***
	0.031
	0.031

	
	
	(−3.66)
	(6.66)
	(3.04)
	
	(10.86)
	(0.23)
	(0.23)

	FC
	
	 −0.444***
	0.234***
	0.304***
	
	−0.057***
	0.003
	0.003

	
	
	(−5.41)
	(3.34)
	(3.35)
	
	(−3.99)
	(0.18)
	(0.18)

	IS
	
	0.273***    
	0.172***    
	0.095 
	
	0.094***
	0.014
	0.014

	
	
	(4.04)
	(−2.97) 
	(−1.27)
	
	(7.83)
	(1.13)
	(1.13)

	FA
	
	0.309***
	0.305*** 
	0.278***
	
	−0.032***
	−0.015
	−0.015

	
	
	(5.11)
	(6.36)
	(4.72)
	
	(−2.78)
	(−1.36)
	(−1.36)

	Cons
	 −3.404*** 
	−10.601***
	3.006***
	3.932***
	0.181***
	0.067
	−0.019
	0.079

	
	(−15.13)
	(−21.61)
	(3.64)
	(3.69)
	(6.30)
	(0.80)
	(−0.10)
	(0.88)

	个体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
	
	
	是
	是
	
	
	是
	是

	行业
	
	
	
	是
	
	
	
	是

	N/个
	29 133
	12 045
	19 023
	12 045 
	22 935
	17 779
	17 779
	17 779

	R2
	0.753
	0.937 
	0.936
	 0.941
	0.261
	0.293
	0.402
	0.331


注：1）括号内数值为Z统计量；2）*、**、***分别为1%、5%、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同。
3.2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通过以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1）替换解释变量。以取对数后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为解释变量重新回归。（2）替换被解释变量。以专利申请数表示创新数量，以均值法汇总到企业层面的专利知识宽度表示创新质量重新回归。（3）考虑极端值的影响，将原被解释变量均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4）考虑样本自选择问题。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为获得双赢的结果会出现强−强集聚的现象，因此为了缓解样本自选择造成的估计偏误，从全样本中剔除企业利润高于中位数的样本重新回归。结果表明（见表3），所有结果均与基准回归一致，说明本文结果稳健。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替换解释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缩尾处理
	剔除高利润样本

	
	Quantity
	Quality
	Quantity
	Quality
	Quantity
	Quality
	Quantity
	Quality

	FDIspill
	
	
	−230.993* 
	−0.023***
	−0.457***
	−0.038**
	−0.516***
	−0.035**

	
	
	
	(−1.73)
	(−2.82)
	(−4.78)
	(−2.56)
	(−5.00)
	(−2.37)

	FDIspill2
	
	
	31.901**
	0.003***
	0.066*** 
	0.005***
	0.073***
	0.005***

	
	
	
	(2.01)
	(3.02)
	(5.78)
	(2.79)
	(5.97)
	(2.62)

	ln FDI
	−0.310**
	−0.048**
	
	
	
	
	 
	

	
	(−2.50)
	(−2.33)
	
	
	
	
	
	

	ln FDI2
	0.021**
	0.003**
	
	
	
	
	
	

	
	(2.51)
	(2.3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Cons
	2.059* 
	0.184 
	11 155.290***
	0.123
	2.649**
	 0.017
	3.845***
	0.016

	
	(1.83)
	(1.61)
	(7.77)
	(1.21)
	(2.48)
	(0.10)
	(3.58)
	(0.09)

	个体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个
	12 045
	17 779
	13 376
	17 779
	12 045
	17 779
	12 001
	17 669

	R2
	0.937
	0.294 
	0.885
	0.633
	0.937 
	0.407
	0.939
	0.407


3.3 机制分析
企业间的创新合作是加深企业关系、提升企业创新水平的重要渠道，以企业联合专利申请量表示企业开展技术交流的合作关系。因为企业创新合作属于创新系统内的影响因素，FDI技术溢出可以加强企业合作进而提升创新水平，故借鉴温忠麟等[32]的思路，构建中介模型进行创新合作的机制检验。前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已证实了FDI技术溢出对本土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存在显著的正“U”型影响，此部分的计量模型只需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的后两步，即考察FDI技术溢出对创新合作的作用（见式（5）），以及FDI技术溢出和创新合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分别见式（6）（7））。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Co_innoitj = η0 + η1FDIspillitj + η2FDIspill2itj + ηXitj +μi +λt +γj +εitj               （5）
  Quantityitj = κ0 + κ1FDIspillitj + κ2FDIspill2itj +κ3Co_innoitj+ κXitj + μi +λt+γj +εitj        （6）                                                                 
Quanlityitj【是不是Quality？？】 = δ0 + δ1FDIspillitj + δ2FDIspill2itj +δ3Co_innoitj+ δXitj + μi + λt +γj +εitj        （7）                                                             
地理邻近范围内外企数量的增加会加剧本土企业与外企之间的竞争性，这种竞争不仅激励本土企业获取新技术，还促进其创新活动。因为一定地理距离内的外企数量是本土企业创新系统外的影响因素，并不是FDI技术溢出引发了企业邻近竞争，而是在竞争存在的情况下，提高了本土企业为获取市场竞争优势，想要学习更多技术开展模仿创新并提升创新水平的意愿，故以调节模型实证检验邻近竞争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计量模型构建如下：
Quantityitj = τ0 + τ1FDIspillitj + τ2FDIspill2itj + τ3FDIspill×com20itj + τ4FDIspill×com20itj + τXitj + μi + λt + γj + εitj        （8） 
Quanlityitj 【是不是Quality？？】= ω0 + ω1FDIspillitj + ω2FDIspill2itj + ω3FDIspill×com20itj + ω4FDIspill2×com20itj + ωXitj + μi + λt + γj + εitj        （9）
模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表明，FDI技术外溢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创新合作作用于创新数量，但是对创新质量影响的中介作用不显著。企业创新合作可以分摊成本并寻求互补性优势提升创新水平，但是当企业技术吸收能力有限时，桎梏于自身的技术劣势会降低合作获取突破性创新成果的可能，反映出中国本土企业之间的合作还停留在浅层合作上，未来应该将重点放在深层合作上，以提升创新质量为目标，构建紧密的创新联合体，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从邻近竞争对FDI技术溢出与企业创新数量关系的调节回归结果来看，邻近竞争的系数与核心解释变量系数方向相反，说明在企业邻近竞争的作用下，FDI技术溢出可以显著减弱对企业创新数量的影响；而邻近竞争与FDI技术溢出交互项对企业创新质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企业邻近竞争的作用下，FDI技术溢出显著加深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外企进入加剧一定范围内的市场竞争，本土企业为了逃离竞争会通过与外企联系吸收其创新资源，将能长期获益的创新质量提升作为创新着眼点。由此，假设2得到验证。
表4 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中介效应模型
	调节效应模型

	
	Co-inno
	Quantity
	Quality
	Quantity
	Quality

	FDIspill
	−0.525**
	−0.554***
	−0.024***
	−0.278***
	−0.019**

	
	(−2.39)
	(−5.76)
	(−2.91)
	(−3.82)
	(−2.27)

	FDIspill2
	0.048*
	0.078***
	0.003***
	0.046***
	0.003**

	
	(1.82)
	(6.80)
	(3.15)
	(4.91)
	(2.38)

	Co−inno
	
	>0.001***
	<−0.001
	
	

	
	
	(3.14)
	(−0.77)
	
	

	FDIspill×com20
	
	
	
	0.036**
	−0.005**

	
	
	
	
	(2.40)
	(−2.46)

	FDIspill2×com20
	
	
	
	−0.003**
	<0.001**

	
	
	
	
	(−2.20)
	(2.5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Cons
	−7.030***
	4.893***
	0.127
	2.347**
	0.271**

	
	(−6.20)
	(4.48)
	(1.23)
	(2.43)
	(2.27)

	个体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
	是
	是
	是
	是
	是

	N/个
	6 509
	11 693
	17 371
	16 482
	15 409

	R2
	0.739
	0.942
	0.633 
	0.932
	0.630


3.4 内生性检验
通过工具变量法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以缓解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对于企业创新合作而言，参考已有研究，以企业联合专利申请的滞后1期作为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见表5。结果显示，采用工具变量法估计主要解释变量系数方向和显著性均与前文一致，且均通过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证明工具变量有效。对于企业邻近竞争而言，以企业周边100 km范围内外企数与FDI技术溢出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首先，中心企业周边100 km内的外资企业数已包含了20 km范围内外资企业数，两者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其次，100 km范围远远超出了单个城市的空间范围，因此100 km半径范围内的外资企业数量受到中心企业的影响较小；最后，地理空间具有连续性，100 km内的溢出效应【什么溢出？】必然要通过20 km内的外资企业溢出【什么溢出？】来实现。
表5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创新合作
	邻近竞争

	
	Co-inno
	Quantity
	Quality
	Quantity
	Quality

	FDIspill
	−80.070***
	−0.095**
	−0.288*
	−0.215***
	−0.009**

	
	(−3.17)
	(−2.00)
	(−1.79)
	(−3.26)
	(−2.33)

	FDIspill2
	10.257***
	0.037***
	0.038*
	0.070***
	0.002***

	
	(3.17)
	(5.10)
	(1.87)
	(6.87)
	(3.11)

	Co−inno
	
	0.002***
	<0.001
	
	

	
	
	(21.38)
	(1.18)
	
	

	FDIspill×com20
	
	
	
	0.020***
	−0.002***

	
	
	
	
	(3.40)
	(−7.23)

	FDIspill2×com20
	
	
	
	−0.004***
	<0.001***

	
	
	
	
	(−3.68)
	(6.9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Cons
	−7.611
	−4.292***
	−0.095
	−7.427***
	−0.133***

	
	(−0.48)
	(−6.96)
	(−1.06)
	(−10.01)
	(−2.73)

	个体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
	是
	是
	是
	是
	是

	N/个
	4 228
	18 121 
	5 675
	16 636
	15 621

	R2
	0.252
	0.108
	0.356 
	0.087 
	0.015

	LM statistics
	10.053***
	<0.001***
	11.111***
	1 473.689***
	6 254.220***

	C-D Wald F statistics
	10.049
[16.38]
	<0.001
[16.38]
	11.107
[16.38]
	807.781
[16.38]
	5210.414
[16.38]


注：1）LM statistics为不可识别检验，均显著表明工具变量可识别；2）C-D Wald F statistics为弱工具变量检验；3）中括号内为Stock-Yogo弱工具变量检验10%显著水平的临界值，大于11.59则可以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
4 进一步讨论
进一步考察FDI技术溢出、企业关系和企业创新的异质性结果，根据亓朋等[23]研究，按照企业所有制将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表6结果显示，FDI仅对国有企业的创新数量发挥技术外溢效应，对其创新质量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国有企业具有行政垄断地位和市场优势地位，缺乏提高创新质量的激励。因创新质量的基准回归不显著，故后续机制分析只报告了FDI对国有企业创新数量的影响，结果表明FDI技术溢出对国有企业创新合作有影响，但无法通过加深企业间合作提升企业创新，且国有企业与外企的竞争并未作用于FDI技术溢出并对企业创新发挥作用。对此的解释是，国有企业作为党领导的政治组织，与周围的外企联系较少，其低效的委托代理困局和匮乏的创新激励机制导致邻近竞争难以发挥FDI创新质量提升的外溢作用[33]。对于非国有企业，FDI技术外溢对其创新数量和质量均存在显著的正“U”型关系，邻近竞争是FDI技术外溢作用于非国有企业创新的重要渠道，但是FDI技术外溢对其创新合作的促进作用不显著。非国有企业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具有较强的创新动机，会主动获取外部创新资源，加强与外企的联系，从而有效发挥FDI的技术外溢作用。创新合作不显著的原因可能在于金融资源更多地流向国有企业，致使非国有企业面临研发投入资金约束，阻碍了其他企业或科研单位与其开展合作的意愿。上述结果验证了假设3。
表6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分组回归结果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变量
	基准回归
	创新合作
	邻近竞争
	基准回归
	创新合作
	邻近竞争

	
	Quantity
	Quality
	Co-inno
	Quantity
	Quanlity【你确定不是Quality吗？】
	Quantity
	Quality
	Co-inno
	Quantity
	Quality

	FDIspill
	−0.229**
	−0.004
	−0.549**
	−0.438***
	−0.178*
	−0.474***
	−0.067***
	−0.334
	−0.551***
	−0.056*

	
	(−2.44)
	(−0.42)
	(−2.02)
	(−3.28)
	(−1.82)
	(−3.47)
	(−3.92)
	(−0.69)
	(−3.75)
	(−1.91)

	FDIspill2
	0.037***
	<0.001
	0.076**
	0.046***
	0.025*
	0.074***
	0.008***
	−0.009
	0.082***
	0.007**

	
	(2.97)
	(0.10)
	(2.20)
	(2.68)
	(1.78)
	(4.76)
	(4.25)
	(−0.16)
	(4.80)
	(1.96)

	Co−inno
	
	
	
	<0.001
	
	
	
	
	
	

	
	
	
	
	(1.49)
	
	
	
	
	
	

	FDIspill×com20
	
	
	
	
	−0.011
	
	
	
	0.063***
	−0.011**

	
	
	
	
	
	(−0.44)
	
	
	
	(3.16)
	(−2.51)

	FDIspill2×com20
	
	
	
	
	0.002
	
	
	
	−0.006***
	0.001***

	
	
	
	
	
	(0.71)
	
	
	
	(−3.18)
	(2.6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Cons
	7.620***
	0.035
	−7.681***
	11.655***
	7.217***
	1.423
	0.246*
	−6.500
	0.479
	0.142

	
	(5.61)
	(0.26)
	(−5.02)
	(6.14)
	(4.59)
	(1.28)
	(1.67)
	 (−1.59)
	(0.36)
	(0.50)

	个体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个
	5 487
	5 343
	2 805
	2 502
	4 727
	13 680
	12 292 
	3 704 
	11 755 
	10 565 

	R2
	0.622 
	0.948 
	0.771 
	0.963
	0.942
	0.930
	0.636
	0.697
	0.927
	0.420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FDI技术溢出对本土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其作用机制与影响异质性，得出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FDI技术溢出对本土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呈先降后升的正“U”型关系。通过计算“U”型曲线的阈值发现FDI技术溢出的样本均值跨越阈值点，FDI技术溢出可以促进中国本土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提升。第二，企业创新合作主要是浅层合作，仅带来了企业创新数量提升，但对企业创新质量无明显作用；企业邻近竞争可以有效发挥FDI外溢对创新质量的提升效益。第三，FDI技术外溢仅对国有企业创新数量有影响，且创新合作机制和邻近竞争机制均失效；而FDI技术外溢对非国有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均有显著影响，邻近竞争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基于研究结论，得到如下启示
首先，在“双循环”背景下，需要扩大对外资的吸引并优化外资结构，对于释放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本土企业创新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需要持续扩大利好外资规模，充分发挥高质量外资的技术外溢作用，以稳定推动中国企业创新绩效提升。其次，企业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在外资技术溢出与企业创新的互动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企业应利用地理邻近的外企资源优势，通过有效竞争和合作交流，增强创新的互惠性，并致力于开展深层次、高价值的创新活动，以提升创新质量作为长期发展目标。最后，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打破预算软约束、建立创新激励机制是其改革的重点；而非国有企业应通过与外资企业的联系，增加技术吸收的机会，并通过技术引进与改造，提高创新绩效。

注释：
1）该数据由笔者通过搜索2010－2020年对其他国家每年对中国的FDI数额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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